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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董小红、陈弘毅、赵丹丹

半夜 12 点，电话突然响起，薛瑾立即从床
上爬起来，开车到温江一家医院，一路小跑进重
症监护室，和家属沟通协调，待家属同意捐献器
官后，薛瑾松了一口气，没有休息时间，又立即
联系后续器官捐献具体事宜，“器官等不起。”

一次器官捐献成功完成，经常要经历这样
的“突如其来”和“争分夺秒”。在四川省人民医
院做了 6 年的器官捐献协调员，随时“说走就
走”是她的工作常态。

在生和死之间搭起希望之桥，在死亡与生
存之间“摆渡”——— 他们是“神秘”的器官捐献协
调员。我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超过 30 万
人，面对家属的“谩骂”不理解、公众捐献意识的
薄弱，如何将“生命的礼物”延续下去？器官捐献
协调员队伍如何壮大？记者进行了有关调查。

每次生命接力都是“与时间赛跑”

“捐献的器官最好在半小时内摘取，不然会
影响器官的性能，我们必须全力奔跑，让生的希
望得以延续。”薛瑾说，每一次器官移植，都是一
场“与时间的赛跑”。

“我的手机 24 小时开机，随时在准备着。”
福建省卫计委福州总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杨昌
城说，符合条件的供体一般都是因为颅脑外伤
或脑血管疾病而脑死亡的病人。意外发生的不
定时性、供体心脏停搏后获取器官的时效性，决
定了协调员必须 24 小时待命、说走就走，一忙
起来就没日没夜。

面对患者悲伤的家属时，杨昌城往往也在
内心经历挣扎：“他们已经那么难过了，我要不
要去和他们交流，提器官捐献这件事呢？所以，
我们第一次和患者家属交流的时候，尽量都不
去谈器官捐献这件事，避免让患者家属难过。器
官捐献协调员在工作中，换位思考和人文关怀
非常重要。”

“今年 2 月份，有一位患者已经脑死亡了，
他是一位外地人在福建工作，家属遇到这种突
发情况，也是孤立无援。我们器官捐献协调员前
后一共 6 天时间，帮助他们联系当地的各个部
门，为患者家属跑手续，协助他们处理工伤保险
相关事宜，协助患者家属维权，为患者家属争取
爱心人士的帮助。慢慢地，患者家属被打动了，
觉得自己虽然遇到了这么大的打击，但是社会
上还有这么多人在关心他们，支持他们挺过难
过，作为患者家属也应该回报社会，让逝者的生
命通过造福他人得以延续，于是主动找到我们，
要求捐献患者器官。签字的时候，家属含泪签署
器官捐献登记表，在场的红会工作人员及协调
员也浸湿了双眸，场面非常感人。”杨昌城说。

51 岁的刘丽伟是吉林省红十字会人体器
官捐献协调员，是 2016 年度全国 9 位优秀人体
器官捐献协调员之一。

自从当了协调员，她从来没有节假日的概
念，不论在干什么，随叫随到。有一次半夜，刘丽
伟正在发高烧，刚吃完退烧药出了一身汗，电话
响起，有人愿意捐献器官，刘丽伟二话不说从被
窝爬出来，赶往医院工作；有一年她与爱人回老
家探亲，刚到不久，器官捐献电话响起，她匆忙
道别打道回府。“干了这个工作之后，我家里说

出门旅游，我从来不参加，不敢走，随时待
命。”刘丽伟说。

据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
中心统计，至 7 月初，我国已累计完成逝世后
捐献 1 . 8 万余例，捐献器官 5 . 1 万余个，志
愿登记 48 万余人。

这些数据背后，也凝聚着器官捐献协调
员的汗水与努力。“捐赠者家属的理解，受捐
患者获得重生，生命的延续让这份工作非常
值得。”薛瑾说。

不被家属理解、心理压力大、

职业缺乏前景

福州总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福州
总医院器官获取组织负责人郑凯告诉记者，
2017 年，福建全省完成人体器官捐献 34 例，
今年上半年完成了 22 例。目前，所有的人体
器官捐献协调员都必须持证上岗，人体器官
捐献协调员的工作十分辛苦，经常需要面对
的是患者家属的不理解甚至谩骂。

“想要完成一例器官捐献不容易，一般而
言，器官捐献协调员接触的 10 位潜在捐献者
中，最多只有 1 位最终完成了捐献。而且，很
多捐献者从协调员第一次接触到完成捐献的
时间跨度，都在一周以上，长的有几个月甚至
一两年的。”郑凯说。

对器官捐献协调员来说，吃苦是必备的
素质。今年 4 月，郑凯所带领团队的器官捐献
协调员林钦就经历了 3 天不眠不休的忙碌，
在福州、厦门、漳州、泉州之间来回奔波，连续
完成 2 例器官主动捐献，3 天只吃了 3顿饭。

“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器官捐献是不被理
解的，一些不理解的患者家属在我们第一次
和他们交流的时候，都会破口大骂‘人都死
了，你们还要摘他的器官，你安的是什么心
嘛！’一些家属甚至会推搡打骂器官捐献协调
员。这时候，我们只能是暂时回避这个话题，

但会继续为患者家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杨昌城说，就算患者及家属无意进行器官捐
献，协调员也要将心比心，理解他们的心理，
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当前，我国器官捐献协调员总共仅有
2200多名，与日益增加的器官移植手术需求
相比，人才的匮乏相当明显。

“器官捐献协调员还缺乏完善的职业激
励机制，没有不断提升的标准和渠道，护士可
以通过不断努力考级成为高级护理师，器官
捐献协调员一直就只是协调员。”薛瑾说。
记者了解到，西部一家大型三甲医院，器

官捐献协调员的数量从 2012 年 10 名下降到
目前仅有的 3名，人才流失也让医院很“头疼”。

同时，家属的不理解、社会的不认可、繁
重的工作、随时出差……心理压力大也是这
个群体的“通病”。

刘丽伟回忆起自己第一次面对器官捐献
者家属时的场景，“我对着家属宣读器官捐献
的一些事项，刚一开口眼泪就哗哗地流出来
了。那种悲痛又复杂的心情，真的很难受。”刘
丽伟告诉记者，一方面，家属面对亲人去世时
悲痛欲绝的心情感染着她，让她的心情很沉
重；另一方面，自己肩负着器官捐献协调的重
要使命，要保持冷静客观，还要用博爱的精
神、奉献的精神引导和感染家属。所以很多时
候，自己的真实情绪是被压抑的，需要强大的
内心才能承受。

有一次年冬天，刘丽伟完成一例器官捐
献的协调工作从医院出来，已是半夜了，她独
自在路边等车，又累又困，一直压抑的心情终
于有机会释放，开始默默流泪，最后放声大
哭。“协调员也有自己的情绪，我们心理压力真
的很大，很多时候只能自我疏导。”刘丽伟说。

刘丽伟向记者介绍了她的工作流程：跟
医院共同确认见证捐献者脑死亡，与家属沟
通协调、办理相关捐献手术，进手术室见证器
官获取全过程，手术结束以后组织医护人员

向捐献者进行简短的默哀仪式。协助家属把
捐献者送到殡仪馆，参与捐献者的告别仪式，
对家属进行心理安慰。

完善职业发展机制，让更多

“生命礼物”延续

记者了解到，2010 年 3 月启动公民逝世
后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至今的 8 年来，我国公
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累计挽救了 4 . 6 万余人
生命。然而，在生死之间搭建桥梁，器官捐献
协调员队伍的不断壮大，还需要更多努力。

“现在很多基层医院没有专职器官捐献
协调员，不利于器官捐献工作的推广普及。”
薛瑾建议，希望国家能够完善器官捐献协调
员的职业发展激励机制，提升基层器官捐献
协调员的待遇，吸引更多人从事这项有意义
的工作。

长时期的劳累的压力，刘丽伟的身体就
亮起了红灯。2016 年 8 月，刘丽伟被查出患有
甲状腺癌。她告诉记者，在发病前半年自己就
有点感觉，脖子总是酸溜溜的疼，但是一工作
起来就顾不上，捐献不能等。她先后在吉林省
内和北京做了两次手术，术后还坚持上班。在
刘丽伟看来，器官捐献协调员的队伍需要不
断壮大，才能让更多“生命的礼物”得到延续。

记者了解到，去年修订的红十字会法正
式将参与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明确为红十字会
的法定职责，也从国家法律层确定了这是一
项具有人道属性、社会属性的工作。

“平时，我们在各个医院来回穿梭，大部分
精力也是在向医院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家属做
人体器官捐献的科普、宣传工作。这项工作其
实很重要，相当于播下了一粒粒“种子”，让人
体器官捐献这项崇高的事业为越来越多的人
所理解。”杨昌城说，通过各界努力，现在社会
公众对于人体器官的知晓度也越来越高，也越
来越理解，越来越多的患者及家属主动找到他
们，要求进行器官捐献，让他们感到很欣慰。

2017 年，全家人给刘丽伟过 50 岁生日，
刘丽伟刚入席，器官捐献电话响起，刘丽伟放
下碗筷赶往医院。全家人表示，“我们支持你，
理解你，今天这个生日，不论多晚，我们都在
这里等你。”

晚上 10 点，刘丽伟回到饭店，与家人一
起过了一个生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还派人
给刘丽伟送来鲜花。“有家人支持，有社会认
可，我就是再难、再累，我也认，因为我的工作
事关人命，事关无数个家庭，是一项伟大的事
业，我一定会坚持到底。”刘丽伟说。

刘丽伟告诉记者，现在器官捐献这项事
业在社会上认知度在不断提高，宣传的更多
了，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这项工作也越来越被
认可，他们这份职业越来越有成就感。

在郑凯看来，作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最好具备一定的医学教育背景和医学实践经
验。因为在接触捐献者的过程中，首先协调员
要初步判断，捐献者是否符合器官捐献条件，
并且在和医院、患者家属沟通的过程中，也需
要专业的医学知识背景。

“未来希望能够有更多有爱心、有责任
心、有志做这项工作的人加入。”郑凯说。

器官捐献协调员：“摆渡”在生死之间

▲器官捐献协调员薛瑾在安慰捐献者的家属。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王晓丹

在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 2500多家工厂
企业员工心中，有一位特殊的“包工头”，他心系
群众冷暖，尽全力帮企业员工维护合法权益，又
想方设法助企业渡过难关。他就是长年奋战在
基层一线的劳动关系调解员——— 军转干部、宝
龙街道劳动管理办公室主任徐伟。

心系员工冷暖 柔性化解纠纷

负责辖区内企业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工作，
监督检查企业劳动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组织查
处劳动违法案件，处理劳动关系方面的群体性
突发事件是徐伟所在部门的主要工作内容。

在工作中，徐伟一方面尽力维护企业员工的
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帮助企业渡过难
关。处理劳资纠纷时，徐伟与政府部门负责人一
道，在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协调各方，使纠纷得到
圆满解决，于是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包工头”。

今年春节前夕，辖区内某文具厂发生了
一起老板欠薪跑路事件，涉及 50 名企业员工
工资达 45 万多元。“纠纷就是命令。”徐伟带
着相关人员赶赴现场了解情况，安抚工人情
绪，并先行为工人垫付了 10 天的伙食费。

根据相关法规和多年的工作经验，徐伟协
调企业、社区等各相关单位，经过 10多天的努
力，50 名员工终于拿到了工资，在春节前夕踏
上了返乡之路。至此，欠薪事件得以解决。“政
府帮我们拿到辛苦钱，我们真的很感激！”拿到
工资时，湖南衡阳籍的务工人员丁女士动情地
说。

宝龙街道是深圳市高新产业聚集区之一，
有工业企业 2518 家。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过
程中，难免会出现类似劳资纠纷的各种矛盾。
在处理劳动纠纷时，徐伟将“法、理、情”三方面
紧密结合，以柔性方式化解劳动争议。

2017 年 8 月，宝龙街道被评为“全国乡镇
劳动争议调解综合示范单位”。办公室里一面面
的锦旗和抽屉里一封封的感谢信，都是“包工

头”徐伟和同事们辛勤工作的“军功章”。

建“互联网+”平台 助一键维权

为方便劳动者维权，提高调解效率，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为企业员工增加一道“护身
符”，徐伟团队融入“互联网+调解思路”，于
2017 年创建了“阳光调解”一站式快速调解
平台，在网上就能获得专业免费可靠的法律
援助和调解服务。

“‘互联网+’劳动争议调解服务平台的调
解模式，顺应了时代需求。大家通过平台二维
码扫码，既可以学习和咨询相关法律法规，把
劳动纠纷处理在萌芽状态，又可以申请劳动
争议调解，基本可以一键解决问题。”徐伟说。

2017 年 10 月底，龙东社区某汽车修配

厂的程师傅辞职了，但老板拒不支付工资，正
在犯愁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阳光调解”服
务平台。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拿起手机登录
了该系统并填写了相关资料，没想到短短 5
分钟，宝龙街道调解员就给他打来了电话核
实信息。第二天上午，调解员便约请当事人双
方来到宝龙街道“阳光调解室”，经过不到 1
小时的调解，程某就顺利拿到了被拖欠的
4130 元工资。

目前，徐伟团队的“企业、社区、街道”三
级调解网络，共有劳动调解组织 55个，调解
员 400多名，覆盖了辖区 2500 余家企业。数
据显示，2018 年上半年，宝龙街道通过“阳
光调解”一站式快速调解平台处理的劳动争
议案件就有 232 宗，结案金额达 1025 万余
元，调解质量和效率相比去年明显提升。

“第一个抵达征拆现场的不

应是挖掘机”

今年 2月底，徐伟突然接到了一份特殊的
命令，被龙岗区抽调参加土地整备和征地拆迁
实践锻炼，成为征拆一线的一名“战斗员”。

“征拆工作是一项技术活，不仅要懂法
律法规、测绘评估，还得会谈心、能谈判。吃
闭门羹是正常的，看脸色更是家常便饭。”但
徐伟说，“第一个抵达征拆现场的绝不应该
是挖掘机，而是笑容可掬的‘说客’。他坚信
“拆迁没有钉子户”，想要群众打心底认同征
拆工作，就要满怀真情，既让他们切实感受
到征拆带来的实惠，也要明白让出土地是为
了让这片土地更美丽、经济得到发展。

在丹荷路地段征拆一个厂房时，房东以
各种理由不见，让征拆工作陷入僵局。徐伟团
队从侧方入手了解到房东的想法。在掌握谈
判主动权后，徐伟与土地整备中心工作人员
一起，通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谈判、反复劝导，
最终在多方努力下促成了房东与街道工作人
员的会面，并达成共识，为推动丹荷路顺利征
拆迈出了关键一步。

东部过境高速公路项目是公认的难啃的
“硬骨头”，徐伟团队通过 20 多次的谈判和
10 多次的平台搭建，最终与征拆户达成共
识。截止到 5 月底，徐伟与其他工作人员同心
同力，在 3个月内促成完成征拆房屋面积约
2 . 5 万平方米，清理苗木、果树占地面积约
17 . 5 万平方米。

徐伟团队征拆任务的完成，有效保证了东
部过境高速公路、丹荷路等重点项目的工程进
展和普罗吉重大产业项目菜篮子地块征收工
作。目前，龙岗区开发建设工作已全面铺开。

看着片区面貌日新月异，徐伟心中有满
满的成就感。他的努力也得到了肯定，2018
年 5 月，他荣获“深圳市五一劳动奖章”；2018
年七一前夕，他再添殊荣，被评为“深圳市优
秀共产党员”。

在劳资间架起沟通之桥的“包工头”
记深圳基层劳动关系调解员徐伟

▲ 7 月 20 日，宝龙街道劳动办主任徐伟来到辖区深圳市思达仪表有限公司，向
企业员工宣讲法律法规常识。（王晓丹通联）

新华社记者朱涵

龚桂方是浙江温岭的一名水
手，他身患肝病多年，于 2013 年确
诊肝癌，却瞒着儿女省吃俭用，在 5
年多的时间里先后资助了 8 名贫困
学子。近段时间，龚桂方病情恶化，
他说，心中最大的遗憾和内疚，是无
法继续资助孩子们完成学业。

面对资助 3 年的学

生，他连说“对不起”

7 月 15 日，浙江大学教育基金
会的老师接到一个陌生来电，电话
那头问：“您认识龚桂方吗？”

龚桂方，是浙江大学教育基金
会的一名捐助人，自 2014 年起在浙
大设立了“龚桂方助学金”，之后三
年一共资助了 3 名学生，共捐助了
4 万元。2017 年，龚桂方因为经济
困难，无奈停止了助学。

打电话的是龚桂方的儿子龚继
伟，由于龚桂方身患肝癌、病情恶
化，龚继伟拿着父亲的通讯录一一
致电，才慢慢了解了龚桂方多年助
学的“秘密”。

第二天一早，受龚桂方资助三
年的学生王伟(化名)，与浙大三位
教师开车赶赴温岭。此时的龚桂方
躺在病床上，瘦弱，浑身蜡黄。王伟
快步上前说：“龚叔叔！我是王伟。”龚
桂方眼神一亮，紧紧握住王伟的手：
“你是宁波的那个孩子。”

龚桂方握住王伟的手一个劲地
道歉，他说，因去年病情加重，家中经
济困难，没能够资助他到大学毕业，
自己感到十分内疚。得知王伟成绩
优秀，今年 9 月就要在浙大直接攻
读博士学位，龚桂方显得非常高兴，
嘱咐他说，一定要多为国家做贡献。

王伟说，他在 2014 年接受资助
时就与龚桂方联系上了，每逢节日
他都会向龚桂方问好，龚桂方总是
让他安心读书，努力学习。去年劳动
节，龚桂方在电话中对王伟说，自己
的肝不太好，要做一个手术。

“我那时才知道原来他身体不
好。龚叔叔的资助对我的意义很大，
足够我交大部分的学费。我很感恩，
他是个无私奉献的人，令人敬佩。”
王伟说。

重病多年 省吃俭用

资助 8 名学子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党颖说，在浙江大学基
金会一千多个项目中，虽然龚桂方的四万元助学金只是很
小一部分，但龚桂方助学背后的故事，却尤其令人动容。

龚桂方最早资助的学生，是来自秦皇岛的一个女大学
生，名叫郭学敏。那是 2012 年 9 月，龚桂方是温岭“勤丰
318 号”货轮上的一名水手，每个月跟船去一次秦皇岛，从
秦皇岛向南港运输煤炭。一次，他从秦皇岛当地的报纸上看
到，一名叫郭学敏的女孩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
大学，却因父母、哥哥患病，面临无钱上学的困境。

龚桂方当时兜里只有卖塑料瓶、易拉罐等废品换来的
500 块钱，就将这 500 块钱都汇给了当地报纸编辑部，请编
辑部转交给郭学敏。他在汇款人地址一栏写上“浙江省温
岭”，汇款人姓名一栏写上“举得捐”，意为卖废品美化环境，
又帮助他人，是“一举两得”。写稿记者杨大伟曾通过汇款单
上的手机号联系龚桂方，但龚桂方拒绝透露姓名。

“报道刊发后，编辑部经常收到来自温岭的捐款，捐款
人化名‘举得捐’‘汇兄’‘微力’，每次汇款的金额不等，有时几
百元，有时上千元。直到 2013 年，龚桂方确诊肝癌，他担心
以后可能无法按时汇款，将病情告知我们，我们去船上找
他，这才知道了他的真实姓名。”杨大伟说。

记者了解到，龚桂方在 2008 年患上肝硬化，还做了脾
切除手术，他的妻子也得了一场大病。当时家中为凑钱治
病，卖掉了两层小楼，曾经红火的日子渐渐困顿。但即使身
患重病，龚桂方依然坚持资助小郭，助学金有拾废品换来
的，也有他从医药费、生活费中节省出来的。这些年来，他吃
的是最简单的清粥小菜，穿的是捡来的外套，治病时还一直
要求医生用最便宜的药。

龚桂方资助郭学敏的事迹经由媒体报道后，在温岭和
秦皇岛两地都引起了巨大反响，他被称为“最美水手”。社会
各界向他捐赠了慰问金，他却怎么都不肯收，在众人劝说
下，龚桂方最后决定，将社会各界给他个人的奖励款、慰问
金全部用于成立爱心基金，来资助更多的贫困学子。

从 2012 年至今，龚桂方累计为 8 名贫困学生捐款近十
万元，其中 3 名通过秦皇岛当地媒体捐助，3 名通过浙江大
学捐助，2 名通过清华大学捐助。此外，他还捐助了民工子
弟，以及村里的贫困家庭。

“这些孩子因为家里困难就上不起学，不拉他们一把，他
们怎么办？我是一名老兵，参过军打过仗，也是一名有 37 年
党龄的共产党员，贫困和疾病对我而言不算什么。”龚桂方
说。

“没有钱了，我还有眼角膜可以捐”

近几日来，龚桂方病情迅速恶化。他躺在病床上，有时神
志清醒，有时昏昏睡去，他手中常常握着一个黑色封皮的笔
记本，里面记录了他资助的 8 名学生。也是直到最近，龚桂方
的儿女才了解，原来父亲多年来一直坚持默默资助了这么多
孩子。龚继伟感慨：“父亲是老兵，性格刚硬，好多话放在心里
不对我们说。”

“学生们有时候和我通个电话互相问候，我就觉得很欣
慰。我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希望孩子们能够
抓住机会，好好学习。”龚桂方说，2017 年，他因病重没了收
入，不但没钱资助学生，就连看病的钱，也是向亲戚朋友借
来的。没能够履行自己的诺言资助学子们直到毕业，他觉得
这是自己未竟的事业。

除了挂念资助的学生，病榻上的龚桂方还琢磨着再贡献
点什么。此前他曾询问过医生和红十字会能否捐赠器官，但
医生告诉他，他的体内癌细胞扩散转移，他无法捐赠器官。但
他仍然嘱咐子女，只要身上还有一样东西能用，一定要记得
捐赠出去。他说：“我没有钱了，器官捐不了，就捐眼角膜吧，
我的视力还很好。”

不少人因为受到龚桂方善举的感召，也加入到了捐助
贫困学子的队伍中，还有市民、浙大教师主动联系龚桂方家
人和浙江大学，表示愿意接过老人的接力棒，匿名助学，为
龚桂方完成心愿。 新华社杭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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